
生物质炭的固碳减排与合理施用

谢祖彬, 刘琦

引用本文:
谢祖彬, 刘琦. 生物质炭的固碳减排与合理施用[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0, 39(4): 901-907.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0-0034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基于整合分析方法评价我国生物质炭施用的增产与固碳减排效果

刘成,刘晓雨,张旭辉,李恋卿,潘根兴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9, 38(3): 696-706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18-0490

添加玉米秸秆及其生物质炭对砖红壤N 2O排放的影响

潘凤娥,胡俊鹏,索龙,王小淇,季雅岚,孟磊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6(2): 396-402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16.02.026

集约化菜地N2O排放及减排——基于文献整合分析

吴震,陈安枫,朱爽阁,熊正琴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0, 39(4): 707-714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0-0018

我国农田土壤温室气体减排和有机碳固定的研究进展及展望

夏龙龙,颜晓元,蔡祖聪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0, 39(4): 834-841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0-0108

生物质炭添加对农田温室气体净排放的影响综述

刘杰云,沈健林,邱虎森,王聪,周萍,李勇,吴金水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5(2): 205-212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15.02.001

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资讯信息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index.aspx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20-0034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18-0490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16.02.026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16.02.026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16.02.026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20-0018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20-0018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20-0108
http://www.aes.org.cn/nyhjk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doi=10.11654/jaes.2015.02.001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biochar to sequester carbon and mitigate soil GHGs emissions: A review
XIE Zu-bin1, LIU Qi2,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of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College of Forestr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3. Co-Innovation Center for Sustainable Forestry in
Southern China,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In last decade, a lot of work has been done on the effects of short-term and one application of biochar on crop yield,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s. Results show that biochar can increase soil organic carbon. However, the effects of biochar
on crop yield, CH4 and N2O emissions vary with biochar types and soil properties. Increase magnitude of biochar application in acid soil is
higher than that in neutral or alkaline soil. Straw or wood biochar can decrease farmland N2O emission, however manure biochar can′ t. The
decrease magnitude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N2O emission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area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temperate area. In addi⁃
tion, the effects of biochar on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are also impacted by biochar production technique. Before biochar can be exten⁃
sively used,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and multi-application of biochar on crop growth and soil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s, and interactions
of biochar properties and soil types must be investigated. And the biochar production techniques must be explored.
Keywords：biochar；carbon sequestration；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CH4；N2O；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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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开展了大量短期一次性施用生物质炭对作物产量、土壤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研究表明生物质炭能增加

土壤碳库，但对作物产量、CH4和N2O排放的影响受生物质炭性质和土壤类型影响。生物质炭用在酸性土壤上比中性或碱性土壤

上更能提高作物产量。草本或木本炭能减少N2O排放，但畜禽粪便炭不能减少N2O排放。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生物质炭施用对

N2O的减排作用小于温带地区。生物质炭的固碳减排效应除了受生物质炭类型、稳定性和施用区域影响外，还受制炭能耗和裂解

气回收技术影响。在未来发展方向上，提出了亟需加强制炭技术、长期连续施用生物质炭效应和生物质炭性质与土壤类型互作

研究。

关键词：生物质炭；土壤碳库；温室气体排放；甲烷；氧化亚氮；综述

中图分类号：X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043（2020）04-0901-07 doi:10.11654/jaes.2020-0034

开放科学OSID

气候变暖和粮食安全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重大

挑战。自 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燃烧、土地

利用变化等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CO2、CH4、N2O）浓

度持续上升，致使地表温度升高了 0.78 ℃[1]。气候变

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增加、生态系统恶化，

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同时，世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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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粮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严峻[2]。

生物质炭（Biochar）在巴西亚马孙流域考古中的

发现，引起了人们利用生物质炭来解决气候变化和粮

食安全问题的兴趣[3]。生物质炭是由动植物生物质

（秸秆、木屑、畜禽粪便等）在完全或部分缺氧的条件

下经高温热解炭化产生的一类高度芳香化的物质，其结

构稳定，难以被微生物分解[4]。亚马孙流域黑土（Terra
Preta）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远古人类活动的影响下，

其积累了大量的因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生物质炭，这

种土壤比周边同样类型但不含生物质炭的土壤具有

更高的肥力和碳含量[5-6]。研究者受此启示，认为向

土壤中添加工业化生产的生物质炭可以快速复制出

亚马孙流域黑土，不仅可以提高土壤碳库，增加对大

气CO2的固持，而且还能改良土壤，促进作物生产[7]。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中碳储量最大的有机碳库

（1550 Pg），是陆地生物圈植被碳储量的 3倍和大气圈

碳储量的 2倍[8]。因此，增加全球土壤碳库在抑制大

气 CO2浓度升高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具有重要的意

义[9]。

传统的将秸秆等有机物料直接还田的措施对提

高土壤碳库的作用微弱，原因是这些物料分解迅速，

并且会增加土壤 CH4和N2O等温室气体的排放[10-11]。

而将秸秆等生物质转化后的生物质炭性质稳定，难以

分解，可以有效地“锁”住碳库，减缓其分解回归到大

气的速度[12]。鉴于生物质炭潜在的固碳及增产价值，

国际上相继成立了不同的生物质炭研究机构（如 In⁃
ternational Biochar Initiative），以研究并推广生物质炭

在土壤中的应用。此外，IPCC也在 2014年的报告中

将生物质炭列为一项重要的固碳减排措施[13]。

然而，也有一些科学家发出了质疑，尤其是来自

英国、美国等国家的 126个社会团体不久前联名发表

了宣言：《生物质炭，人类、土地和生态系统的新威

胁》。他们明确表示反对“生物质炭”，认为其对土地、

人类和生态系统构成新的巨大威胁。当前一些反对

的观点包括：（1）亚马孙流域黑土使贫瘠的土壤变肥

沃可能更得益于富含磷元素的骨骼的添加，仅靠生物

质炭自身无法做到这一点[14]；（2）工业生物质炭与“亚

马孙黑土”差异很大，“亚马孙黑土”是土著居民在数

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变迁中创造的，而生物质炭在

短期内可能并不能很好地与土壤“融合”，并发挥作

用[15]；（3）生物质炭的碳汇作用还不明确，有研究表明

生物质炭可能会激发原土壤有机质的分解[16]。

生物质炭措施究竟是熠熠生辉，还是会黯然失

色？本文总结了近年来生物质炭对作物生产、土壤碳

库、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提出了生物质炭合理

施用方案，以期为生物质炭有效实现增产和固碳减排

提供科学参考。

1 生物质炭对土壤性质和作物产量的影响

生物质炭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机制包括 3个方面：

（1）pH效应，生物质炭在酸性土中能提高土壤 pH，降

低铝毒[17]；（2）养分效应，生物质炭本身含有一些可利

用的养分如 P、K、Ca、Mg，能增加土壤肥力和作物养

分吸收[18]；（3）结构效应，生物质炭具有多孔结构，能

缓解土壤压实，增加田间持水率，从而利于作物根系

的下扎和对水分的吸收[19]。同时，生物质炭具有较大

的比表面积，并含有带负电的官能团，能有效提高低

CEC土壤的保肥性[20]。

Jeffery等[17]基于文献Meta分析，研究了生物质炭

对作物产量的总体效应，结果表明生物质炭能平均增

产 13%。然而，针对不同的土壤性质、生物质炭种类、

环境条件以及田间管理，生物质炭所发挥的效应有较

大差别。如Zhu等[21]研究发现 1%的麦秸生物质炭能

显著提高红壤玉米产量，但没有提高潮土、娄土、黑土

和紫色土的玉米产量，甚至还会降低产量。Abbasi
等[22]观测到禽粪生物质炭能显著提高玉米产量，而白

三叶草炭则没有显著的影响。Asai等[23]发现生物质

炭在干旱并且缺磷的土壤中显著增加了作物产量。

然而，当田间采用充足的养分和水分管理时，生物质

炭对作物产量则没有显著影响[24-25]。3种水稻-小麦

轮作和 3种小米-小麦轮作土壤连续 5 a土柱试验表

明，稻秆生物质炭能持续提高水稻、小米和小麦产

量[26]。Zhang等[27]的稻麦田间试验表明，一次性添加

的生物质炭（20~40 t·hm-2）在 6 a后仍然能显著提高

水稻和小麦产量。而对于偏碱性的始成土，Wei等[28]

的 8 a田间试验表明生物质炭对小麦和玉米产量没有

显著影响。Liu等[29]的Meta分析表明，生物质炭对作

物产量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年际效应。总体来说，生

物质炭在酸性土（pH≤6.5）中能有效地增加作物产量，

而在中性或碱性土壤中效果不显著[25, 30]。此外，生物

质炭对作物产量的促进作用通常在质地较差（沙土或

黏土）或 CEC 含量较低的土壤中表现出更好的效

果[30]。畜禽粪便生物质炭比秸秆生物质炭或木材生

物质炭对作物产量有更大的增幅[30]。随着生物质炭

添加量的增加，作物产量增幅先上升后下降，过量的

生物质炭添加（>80 t·hm-2）会抑制作物产量[30]。

902



谢祖彬，等：生物质炭的固碳减排与合理施用2020年4月

2 生物质炭对土壤碳库的影响

生物质炭的稳定性是决定生物质炭能否有效提

升土壤碳库的直接因素。在不同的研究中，基于不同

的生物质炭种类及环境条件，生物质炭的稳定性有所

不同，其半保留时间短则几十年，长则上千年[31]。

Wang 等[32]通过对 24 篇文献中 128 个观测值进行的

Meta分析表明：生物质炭中平均约有 3%的部分属于

易降解成分，其半保留时间平均为 108 d，其余的 97%
为难降解成分，其半保留时间平均为 556 a，这说明生

物质炭中大部分的碳可以作为稳定的碳库得以保存。

通常来说，生物质炭的裂解温度是决定生物质炭稳定

性的重要因素，裂解温度越高，其降解越慢。同种生

物质炭在不同土壤中的降解速率差异不大[33]。

生物质炭降解过程包括非生物过程和生物过程：

非生物过程主要指生物质炭中少量的以碳酸盐形式

存在的碳（约占总碳的 0.5%）在酸性条件下的溶解；

生物过程主要指微生物对生物质炭中可利用的有机

碳进行同化以获取能量和物质[34-35]。Kuzyakov等[36]发

现生物质炭中的糖脂（Glycolipids）、磷脂质（Phospho⁃
lipids）等脂肪族化合物是微生物利用的主要成分；经

过 3.5 a的培养，生物质炭中的碳有 2.6%被整合到微

生物体内，有 4.5%被氧化成CO2释放到大气中；生物

质炭在被微生物降解的过程中，会伴随着O和H的增

加，C的减少，以及含氧官能团的增加（-COOH、-C=O、

-OH）。

生物质炭对土壤碳库的影响除了其本身保留的

碳外，还包括其对土壤原有机碳分解增加或减少的

量。Wang 等[32]通过对 21 个研究中 116 个观测值的

Meta分析发现，生物质炭对原土壤有机碳的分解速

率总体上有微弱降低的趋势，降幅平均为 3.8%。然

而，根据具体的生物质炭性质和环境条件的不同，生

物质炭对土壤原有机碳的分解表现出不同的效应。

一般来说，当使用秸秆生物质炭、快裂解生物质炭或

低温裂解的生物质炭时，土壤原有机碳的降解速率会

被抑制，其降幅均在 20% 左右。而当生物质炭添加

到沙性土壤中时，其会促进原土壤有机碳分解，增幅

为21%[32]。

生物质炭对土壤有机碳分解产生负激发效应的

机制包括：（1）生物质炭中含有一定量的可利用有机

碳成分，微生物可能会优先利用这部分碳，从而减少

了对原有机碳的分解[37]；（2）生物质炭含有一定量的

有毒化合物（酚类），能抑制微生物对有机碳的分解活

性[38]；（3）生物质炭丰富的孔隙结构和比表面积对土壤

有机质具有包裹和吸附作用，可能会隔离微生物及其

产生的胞外酶与受保护的有机碳的接触，从而降低有

机碳的分解[39]；（4）生物质炭促进土壤有机-无机复合

体的形成，从而增强土壤有机质的稳定性[40]。而生物

质炭对土壤有机碳分解产生正激发效应的原因可能

是由于生物质炭的多孔性及其所含的营养元素为微

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从而增加微生物

的数量和活性，促进其对土壤有机碳的矿化分解[16]。

总体来说，即使生物质炭对土壤原有机碳的分解

表现出正的或负的激发效应，这部分增加或减少的分

解量相比于生物质炭所固持的碳量非常小，如在 Luo
等[16]的试验中，尽管芒草生物质炭造成了土壤原有机

碳中 3.3%的损失量，然而这部分量相比于生物质炭

自身所固持的碳量仅为 0.6%。因此，生物质炭从增

加土壤总碳的角度是有效的。

3 生物质炭对土壤CH4排放的影响

Song等[41]通过对田间试验数据的Meta分析发现

生物质炭在旱地中通常会增加CH4氧化，增幅平均为

114%，这主要得益于生物质炭增加了土壤孔隙度，有

利于好氧环境的形成。而生物质炭在水田中对 CH4
排放的影响较复杂，通常基于不同的生物质炭和土壤

性质而有不同。有研究观测到生物质炭增加了稻田

CH4排放 26%~68%[42-43]，其可能的原因包括：（1）生物

质炭本身会基于某些特定的裂解条件（如快裂解、低

温裂解）而存在一些易降解的有机碳成分，从而为产

甲烷菌提供了底物[43]；（2）生物质炭可能会增加微生

物生物量以及活性，从而加速原土壤有机质的分

解[44-45]。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生物质炭对稻田CH4有

抑制作用，其原因是生物质炭不仅增加了产甲烷菌，

也增加了甲烷氧化菌，并且对甲烷氧化菌的增高比例

显著高于对产甲烷菌的增高比例，从而降低了CH4排

放[46]。也有学者认为由于NH+4和CH4会竞争甲烷氧化

菌的生化反应位点，而生物质炭对NH+4有一定的吸附

作用[47]，因此，生物质炭会间接地增加CH4的氧化量，

从而降低 CH4净排放量[41]。从Meta分析结果的总趋

势来看，生物质炭对稻田 CH4排放有增加的趋势，增

幅平均为 19%[41]。将还田的秸秆转化成生物质炭后

再还田，我国每年可减少CH4排放2400万 t CO2-C[48]。

4 生物质炭对土壤N2O排放的影响

Cayuela等[49]通过数据整合分析发现生物质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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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降低土壤N2O排放的潜力，平均降幅约为 54%。然

而，基于生物质炭制备原料、土壤类型和田间管理方

式等条件的不同，其对土壤N2O排放的效应各异。如

畜禽粪便制备的生物质炭对N2O排放没有减少作用，

而其他植物性材料（如草本和木本）制备的生物质炭

能有效减少N2O排放[50]。生物质炭对强酸性土壤（pH
<5）N2O减排作用较小，对 pH>5土壤的N2O减排作用

较大[49-51]。对于水田，生物质炭能有效减少 N2O 排

放[43]，而对于某些旱地，有研究发现生物质炭反而激

发了土壤 N2O排放[52]。当土壤有机碳含量<5 g· kg-1

时，生物质炭施用对N2O排放没有显著影响。制炭温

度<350 ℃时，生物质炭施用不会显著影响N2O排放。

随着生物质炭用量增加，其对N2O的减排作用增强，

并当一次生物质炭用量超过 40 t·hm-2时对N2O的减

排作用最大[30]。Liu等[53] 在黄河沉积物发育土壤上进

行了 5 a连续施用生物质炭试验，发现生物质炭在前

2 a对土壤N2O没有显著效果，然而从第 3 a开始显著

降低土壤N2O排放，降幅在 30%以上。Wu等[54]从施

用 6 a生物质炭的试验田里取出老化生物质炭，并进

行了培养试验，结果表明老化生物质炭能减少碱性土

壤中N2O的产生。但 Zhang等[55]的培养试验表明，老

化生物质炭会显著提高酸性土壤 N2O 排放量的

84.8%。

土壤 N2O 是土壤氮素硝化和反硝化过程的产

物[56-57]，生物质炭会调控微生物活性进而影响土壤

N2O排放。Sánchez-García等[58]发现生物质炭能增加

土壤氨氧化菌的数量，从而促进土壤硝化过程及相应

的N2O产生；而Harter等[59]发现当土壤中反硝化过程

占主导时，生物质炭会增加土壤N2O还原菌的数量，

从而加速N2O向N2转化，导致N2O排放减少。此外，

也有研究报道生物质炭在某些土壤类型中会对硝化

菌或反硝化菌产生毒副作用，从而抑制 N2O 的产

生[60-61]。这些研究说明生物质炭对土壤N2O排放的影

响一方面取决于土壤功能微生物的响应，另一方面取

决于土壤中主导的氮转化过程。

Liu等[62]用机器学习随机森林模型研究表明，生

物质炭类型、剂量和气候带是控制生物质炭减少N2O
排放的关键因素，同时实验室减排效果好于田间效

果。如 10~20 t ·hm-2 秸秆炭将平均减少 N2O 排放

16%，而相应剂量的畜禽粪便炭只减少 9%，木炭减少

13%。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生物质炭施用对N2O的减

排作用小于温带地区。在高土壤有机碳、高阳离子交

换量和高养分土壤上，生物质炭施用能大幅减少N2O

排放。全球农田如果施用生物质炭，每年最多可减少

N2O排放 96万 t N2O-N（相当于目前全球农田N2O排

放的33%）[62]。

5 生物质炭的固碳减排方案与合理施用

Matovic 等[63]认为，假设将陆地生态系统净初级

生产力 60.6 Gt·a-1（NPP，即增加的植物生物量）的

10%作为生物质炭原料，将得到约 3 Gt C·a-1的生物

质炭（50%的碳保留率），相当于人为碳排放总量（7.2
Pg C·a-1）的 42%。但Matovic等[63]的估算可能过于乐

观，他一方面可能高估了可供应的生物质原料总量，

另一方面并没有综合考虑生物质炭所产生的其他效

应。 Woolf 等[31]认为在不影响粮食安全、土地利用及

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全球可用来制造生物质炭的秸

秆量仅为 1.0~2.3 Pg C·a-1，转化为生物质炭后可固持

的碳量为 0.5~0.9 Pg C·a-1。此外，这些生物质炭所带

来的其他效应（如温室气体减排等）又将间接减少

0.3~0.5 Pg·a-1的碳。综合以上考虑，Woolf等[31]估算

的生物质炭固碳潜力每年最多仅能抵消 12%的人为

碳排放。

Wu等[64]基于一次性添加生物质炭的 6 a稻麦系

统生物质炭试验，综合考虑土壤CH4、N2O排放以及土

壤碳库变化，发现添加 20~40 t·hm-2的生物质炭能有

效降低作物生产过程中土壤的全球增温潜势，降幅为

30%~50%。Liu等[65]通过数据整合发现，生物质炭在

旱地土壤中对全球增温潜势的降低作用平均为 41%，

远大于其在水田中的效果（降幅为 17%）。然而，Liu
等[53]5 a连续施用生物质炭的试验表明，如果只考虑

土壤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土壤碳库的变化，生物质炭能

有效降低全球增温潜势，但如果进一步将生物质炭加

工过程中的耗能及其释放的温室气体考虑进来，则生

物质炭对全球增温潜势的降低作用将大打折扣，且会

存在因低效的生物质炭制备过程而增加全球增温潜

势的风险。

Liu等研究发现生物质炭的固碳效应取决于制炭

能耗和裂解气的回收利用。如果裂解气不进行回

收利用，生物质炭制备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

的增温效应将大于生物质炭中所有的碳 [42]。如果

要实现生物质炭施用产生的碳排放强度小于不施生

物质炭处理，那么制炭净能耗必须小于 3.4 MJ·kg-1干

物料[48]。

我国每年生产秸秆 3.25亿 t C，其中还田和田间

焚烧占 30%[66]。如果把还田和田间焚烧的秸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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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物质炭的有效秸秆资源，则每年可用于制炭的

秸秆为0.975亿 t C。根据400 ℃条件下秸秆碳转化为

生物质炭碳的留存率 58.5%计算，可生产生物质炭碳

5700 万 t。根据制生物质炭能耗 0.007 8 kg CO2-C·
kg-1原料、裂解气碳抵消率 0.015 1 kg CO2-C·kg-1原料

和 100 a后生物质炭碳稳定率 86.3%计算，我国土壤

有机碳将每年增加5790万 t C[48]。

Liu等[62]基于随机森林机器学习模型，从全球尺

度研究了生物质炭对农田作物产量及土壤氮排放

（NH3挥发、N2O排放及氮淋溶）效应的空间变异特征。

结果表明生物质炭施用需要根据土壤理化性质进行

合理匹配，否则会带来粮食安全隐患或环境风险。对

大部分农田，一次性添加>80 t·hm-2的木材生物质炭

或秸秆生物质炭可能会抑制作物产量；一次性添加>
40 t·hm-2的秸秆生物质炭或>10 t·hm-2的畜禽粪便生

物质炭可能会激发土壤氨挥发而造成土壤氮损失增

加。尽管生物质炭在热带高度风化的土壤中通常能

显著增加作物产量，但由于这些区域具有较弱的 pH
缓冲能力而容易被高碱性的生物质炭（如秸秆或畜禽

粪便生物质炭）引起氨挥发而造成氮损失增加[62]。

Liu等[62]综合生物质炭效应的空间变异特征，提出了

合理施用生物质炭的全球方案建议，即对于低缓冲力

土壤（SOC<1%, pH<5, 或黏粒含量>30%），优先使用

木材生物质炭，且单次添加量不能大于 40 t·hm-2；对

于其他土壤，可选用不同类型的生物质炭，但单次添

加木材生物质炭不能大于 80 t·hm-2，秸秆生物质炭不

能大于 40 t·hm-2，或畜禽粪便生物质炭不能大于 10
t·hm-2；此方案可使全球作物产量平均提升约 10 %，

同时平均减少全球N2O排放约20%。

总之，生物质炭措施对于粮食增产和固碳减排有

一定的潜力，但需以清洁高效的生物质炭制备技术为

前提，并根据具体的土壤性质选择合适的生物质炭类

型以及与剂量进行合理的匹配。

6 未来研究方向

根据我们对发表文献的分析，绝大多数试验采取

一次性添加生物质炭的模式。在时间尺度上，大部分

研究没有超过 1 a，2 a以上的文献仅占 5%。另外生

物质炭的固碳减排效应还与生物质炭的生产技术、生

物质炭性质和土壤性质有关。在生物质炭大规模推

广运用之前，还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研究：

（1）低耗能循环制炭技术研究。目前大部分的制

炭技术能耗都比较高，平均耗能达 4.04 MJ·kg-1干给

料。而且还有很多采用小土窑、柴油桶、火烧+水浇

（盖土）等极其简单的工艺制备生物质炭，质量不

稳定、二次污染严重。现有结果表明生物质炭制备

技术影响固碳减排效果，亟需加强生物质炭生产技术

研究。

（2）目前已有结果大量来自于短期、一次性、大剂

量生物质炭施用试验，并且一致认为生物质炭能增加

土壤碳库，但对CH4、N2O排放的影响不完全一致。也

开展了一些机理方面的研究和少量老化生物质炭的

工作，但多年老化生物质炭表现出的结果与新鲜生物

质炭不同，亟需加强研究。

（3）生物质炭类型与土壤类型互作研究。生物质

炭性质和土壤性质都影响生物质炭的固碳减排效果，

目前结果显示同一种生物质炭在不同土壤上的固碳

减排效应不同，不同生物质炭在同一种土壤上的效应

也不同，亟需加强比较研究，尤其是连续长期施用效

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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